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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09-2017年镇江市及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检验开放性、知识创造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揭示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机制。结果表明：①合作者数量对知识创造的数量产生U型的影响；合作强度促进知识创造的数量。②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都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倒U型的影响，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U型的影响。同时，合作者数量与伙伴多样性间的互动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促进知识创造的质量，而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间则产生了替代效应，负向影响知识创造的质量。③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倒U型的影响，而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U型影响。同时，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产生互补效应，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高度。④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产生U型的影响，而知识创造的质量则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产生倒U型的影响。同时，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产生替代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产生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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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创新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是重要途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通过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从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了要实现各类创新主体间的协同互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因此，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加强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即保持开放性，以促进企业的知识创造，进而持续增加创新产出，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尽管如此，当前研究还尚未深入探究高新技术企业如何保持开放性以促进其知识创造，进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
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当前研究关注了大量的宏观层面的驱动因素，揭示了在宏观层面上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例如，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1-2]，但提供了不一致的结果。高铂睿等[3]发现2005-2013年间广州的金融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其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将逐渐增加。汪浩瀚等[4]则发现了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存在门槛效应。之所以取得不一致的发现，主要可能是由于地方或区域差异的存在。也有研究关注了其他的驱动因素，包括要素投入[5-6]、产业政策[7-8]、经济政策[9-10]、环境政策[11-12]、对外开放[13-14]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运行机制，促进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入理解。尽管如此，当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载体主要聚焦在国家、区域或地方、行业的宏观层面上，很少有研究关注微观层面的企业的驱动作用。
除了以上对驱动因素的研究，当前也大量地关注了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15]。科技创新通过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16]，以及产品与过程创新[17]，推动产业结构自身的扬弃以及研发投入[18]，形成技术进步的累积效应[12]，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些研究为理解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丰富的见解，尽管如此，当前对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这些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在宏观层面上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很少有关注微观的企业层面的驱动机制。正如龚轶等指出的：“技术创新的直接主体是企业，而产业结构变化是一种统计的宏观的现象。”[17] 由微观的企业层面驱动因素引致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并不清楚。其次，当前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很少关注创新之外的其他驱动因素。例如，影响创新的因素如何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还未得到充分的探究。最后，当前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为区域或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而很少有来自微观的企业层面的数据。基于此，本文以2006-2017年镇江市及其546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企业开放性、知识创造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促进了对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的理解，也是对当前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的有益的补充和丰富。

1 理论背景与假设
1.1 开放性与知识创造
开放性（openness）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的程度[19]，主要体现在企业与外部的合作[20]，能够促进知识创造与创新[21-22]。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考察开放性对知识创造的影响，即合作者数量、伙伴多样性和合作强度。
1.1.1 合作者数量与知识创造
合作者数量反映了与企业具有合作关系的伙伴的数量。合作伙伴的数量表明了企业可获取的外部新知识的数量，随着伙伴数量的增加，企业需要投入资源来管理这些关系，尤其是对企业至关重要的伙伴，这就容易造成企业在关系管理和知识创造两者间资源配置的困难。同时，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也是企业能够持续地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前提，导致其更可能首先致力于关系的开发，在双方间建立信任后，可以为后续的合作和知识产出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本文认为随着伙伴数量的增加，其可能对知识创造的数量产生负向影响。尽管如此，当合作伙伴数量超过一定水平，其也能够增加知识创造的数量。这是因为：企业在前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关系开发和维持的经验，其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利用这些已建立的合作关系。企业通过大量的合作伙伴的加入而能够快速地获取新知识，因而企业能够通过不断增加的伙伴数量来持续地获取新知识，进而产出更多的新知识。因此，本文认为，伙伴数量与知识创造的数量间是U型关系。
尽管随着合作伙伴数量的增加，知识创造的数量将减少，但知识创造的质量将会提高。企业需要与合作伙伴建立持续的合作关系，如何维持与伙伴间的合作关系对企业至关重要。因此，企业更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与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发，学习如何与合作伙伴进行协作[23]，进而获取其更有价值的新知识，以创造更高质量的知识，以此吸引并提高合作伙伴开展持续合作的意愿。尽管如此，当合作伙伴数量超过一定水平，企业需要投入的资源也将不断增加，其协调成本也同样提高[24]。尽管其已经积累了关系管理的经验，但大量的合作伙伴及其与企业间的潜在的冲突也可能加剧，其引致的协调成本超过了其可能带来的收益。此外，与大量的伙伴进行合作，也增加了企业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替代、不可模仿的知识的泄露风险[25]。尤其是通过伙伴的间接联系而将知识溢出到竞争对手[26]，一旦出现知识泄露，关系解散的可能性也将增加，对企业的创新将产生负向影响[27]。因而，当伙伴数量超过一定水平，其对知识产出的质量可能产生负向影响。
H1：合作者数量与知识创造的数量呈U型关系（1a），而与知识创造的质量呈倒U型关系（1b）
1.1.2 合作者多样性与知识创造
外部合作者的多样性反映了企业与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进行建立合作关系的程度。伙伴多样性代表了企业多样化知识的来源[28]，可以促进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活动的互补性[29]。尽管如此，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也能够产生负向影响[30]。本文认为，合作伙伴的多样性对知识创造可能产生U型的影响关系，即随着多样性的增加，其对知识创造数量与质量可能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多样性的不断增加，超过一定的水平，合作伙伴的多样性能够对知识创造产生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当合作伙伴的多样性程度不是很高的时候，意味着企业能够从合作伙伴获取的多样化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导致了企业将自身已有知识与外部新知识组合，从而产生大量新知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外，较低水平的伙伴多样化可能会产生企业知识积累的路径锁定，即企业只选择某一特定类型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这将会让企业缩窄其搜索知识的范围，难以拓展到其他的领域。同时，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具有不同的目标和需求，可能导致冲突，企业管理这些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协调成本也会增加[30]，这都将降低其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因此，本文认为，低水平的伙伴多样性难以充分实现开放式创新的潜能，进而对创造的新知识的数量与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当伙伴多样性超过一定的水平，其将会提高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随着伙伴类型的不断增加，尤其是跨行业合作[31]，企业搜索外部知识的范围被大大拓展，将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的异质性的知识要素，这些新的知识要素的流入，为创造更多的新知识，以及创造更加新颖的知识带来了大量的潜在机会[32]。van Beers等[33]发现，合作伙伴的职能多样性导致了大量新知识的摄入，能够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Fitjar等[34]也表明了企业与供应链伙伴（供应商、顾客），以及与跨区域的伙伴间的互动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因而，本文认为，随着合作伙伴类型的不断提高，将促进知识创造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综上，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产生U型的影响。最近的研究也提供了伙伴多样性所引致的U型影响的经验证据[35]。
H2：伙伴多样性与知识创造的数量呈U型关系（2a），与知识创造的质量呈U型关系（2b）
1.1.3 合作强度与知识创造
合作强度反映了企业与合作伙伴间合作的频率与持续性[36]，本质上也反映了其关系的强度[37]。企业与伙伴间频繁、持续的合作将促进新知识创造的数量和质量。首先，频繁的合作让企业与合作伙伴交换资源与信息的强度提高，进而促进组织间的创新活动。Lavie等[24]指出，合作可以帮助建立社会资本，整合专业技能，提升创造力，以及聚合资源等，进而促进知识创造。另外，频繁的合作也为企业的学习提供了机会[23]，企业可以从先前合作中产生学习，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能够帮助其克服合作中出现的矛盾，进而改进其产生创新的能力[38]。Rigby等[39]发现，随着合作水平的提高，知识创造的质量的变异性降低。其次，合作持续性反映了企业与合作伙伴间关系的持续性程度。通过建立与伙伴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其所创造的相互间特定的关系资产会增加，例如彼此间的信任，同时机会主义行为与倾向也被抑制，能够增加知识转移的意愿，并提高信息交换的质量，进而促进新知识的创造。Belderbos 等[36]发现，持续的合作模式对创新性具有积极影响。
尽管如此，随着合作强度的不断提高，并超过一定的水平，其可能对知识创造产生负向影响，尤其是创造的新知识的质量。过高的合作强度很可能让企业陷入困境，即从合作伙伴获取的知识对提升知识创造的质量的积极作用开始下降，并出现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随着合作的不断增强，企业所获取的异质性知识转变为同质性知识，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冗余[40]，增加了企业处理这些冗余的成本。同时，合作强度也可能限制了企业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及互动渠道与方式的多样性[41]与认知多样性[42]，让企业陷入过度嵌入的困境[43]。Beaudry等[44]也表明，重复的合作减少了企业获取新的合作者的收益，进而降低了专利质量。因此，本文认为，随着合作强度的不断增加，可能会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负向的影响。最近的研究也验证了合作强度对渐进式创新的倒U型的影响关系[45]。Wang[42]表明，网络联系的平均强度与专利引用影响力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
H3：合作强度对知识创造的数量产生正向影响（3a），与知识创造的质量呈倒U型关系（3b）
1.1.4 合作者数量、伙伴多样性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
企业与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参与者的持续互动，如客户、政府、高校、中介机构等，构成了知识创造的基本来源。伙伴多样性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取多样化的知识，而合作者数量的增加则可以增加获取的知识的数量。企业与大量的具有异质性背景的伙伴合作则可以让其获取数量更多的多样化知识，进而能够让企业产出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新知识。合作强度的提高可以让企业与伙伴之间进行频繁和持续的互动，企业通过与多样化的合作伙伴进行频繁而持续的互动，能够促进其创造更多数量和更多质量的新知识。现有研究也已经表明了企业与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间可以进行频繁与持续的社会互动，为知识创造的实现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场”[46]，促进了知识的流动。例如，产业链上企业间的互动能够促进对知识的传输、共享和吸收[47]，而供应链企业间的互动促进了相互间的知识转移与共享[48]。因此，伙伴多样性与合作者数量、合作强度的互动能够促进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
尽管如此，企业与大量的合作者进行频繁而持续的互动，也可能对新知识的创造带来负向的影响，尤其是具有同质性的合作者，其数量越多，这种负向效应也将变得更加显著。随着与大量的同质性的伙伴间的持续互动，企业能够获取的新知识越来越有限，甚至让企业获取过量的冗余知识。尽管保持一定的冗余是促进知识创造的重要条件[49-50]，但过量的知识冗余将加大企业处理知识的难度，增加知识创造的成本，因而对知识创造产生负向影响。Nohria等[51]发现了超过一定水平的冗余对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同时，双方的知识基础将会变得日益相似，进而企业间知识的相似性可以促进组织间学习[52]，但太高的知识相似性将对新知识产出产生负向影响[53]。因此，本文推测，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可能产生负向效应，进而负向影响知识创造。
H4：伙伴多样性与合作者数量间的互动，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正向影响知识创造的数量（4a）与质量（4b）
H5：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能够产生替代效应，进而负向影响知识创造的数量（5a）与质量（5b）
H6：伙伴多样性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正向影响知识创造的数量（6a）与质量（6b）

1.2 知识创造与产业转型升级
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创新在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促进作用[1,12]，而创新的实现需要大量高质量的新知识的创造。尽管如此，知识创造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和速度）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线性的。但现有研究还没有对知识创造与产业转型升级间的非线性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向高级水平演进的过程。创新被视为驱动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和水平发展的本质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引导主导产业更替，改变需求结构，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有效配置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高度水平发展[54]，同时也能够缓解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负向效应[55]。最近的研究为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17-18]。尽管如此，在当前我国创新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重视专利创造的数量，而忽略专利创造的质量的问题[56-57]。
从数量上，随着专利创造数量的增加，其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这是因为，大量的专利产出对新兴产业的出现、需求结构的变化等的促进作用更强。尽管如此，当过度注重专利产出的数量时，其可能带来负向影响，这是因为过度注重数量而往往忽视质量，导致专利泡沫，对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产生倒U型影响。除了知识创造的数量，创造的新知识的质量也不容忽视。由于在早期对专利产出质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专利产出的质量并不高，产生大量的垃圾专利，这也导致这些低质量的专利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度没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阻碍产业转型升级。因为这些低质量专利没有太大的市场价值，也很容易阻碍创新。随着创造的专利的质量不断地提高，其正向效应开始显现，对新兴产业培育、需求结构调整、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等的积极效应变得更强。因此，本文认为，知识创造的质量首先可能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知识创造质量的不断提升，其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将产生正向影响，即两者之间的关系呈U型。
H7：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呈倒U型关系（7a），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呈U型关系（7b）
产业升级速度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快慢程度。新知识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缺乏新知识将阻碍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从数量上，当知识创造的数量不多时，产业结构变化和调整缺乏足够的驱动力，难以通过新兴产业培育、需求结构变化等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尽管如此，随着知识创造数量的不断增加，其通过新兴产业培育、需求结构变化等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变得更有效。因此，本文认为，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产生U型影响。从质量上，随着知识创造的质量不断提升，其更能够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因为高质量的知识，例如专利，更能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引导新产业的形成，这也就加快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尽管如此，当企业过度关注知识创造的质量，其也可能减慢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企业一味地创造高质量的知识，如专利，过度地进行研发投入，很有可能让企业陷入失败的陷阱[58]。另外，过度专注新知识的创造，可能让企业脱离市场，产出一些在当前无法有效转化的专利。当前也有研究支持了研发对创新质量的倒U型影响[59]。因此，本文认为，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产生倒U型影响。
H8：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呈U型关系（8a），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呈倒U型关系（8b）
同时注重知识创造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产生两者间的互补效应，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知识创造的数量可以弥补知识创造质量的不足。根据专利创造的实际情况，企业在早期往往更加重视专利产出的数量，而忽视了专利产出的质量，由于整体创新的基础薄弱，企业需要在相关领域快速建立一定的知识基础，而先前知识基础的建立就需要大量的专利创造，即使这些专利的质量并不是很高，但对于企业而言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弥补低质量的专利产出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知识创造的质量可以增强知识创造数量的积极影响，降低知识创造数量的负向效应。随着企业对专利产出质量的不断重视，产出的专利质量不断提升，其对产业转型升级能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越多数量的高质量专利的产出，越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也表明了，专利创造的质量能够增强专利创造数量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H9：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的互动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对产业转型升级高度产生正向影响
H10：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的互动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对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产生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收集了2009-2017年546家镇江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数据，并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检索，确保了所获得的专利数据的可靠和完整。本文共获得15528条专利数据。产业结构升级的数据主要来自《镇江市统计年鉴》和《镇江市高新技术行业统计公报》。最终，本文一共获得了2343个观测值。
2.2 变量测量
2.2.1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一定时间段内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产业结构效益的提高。参考马洪福等[60]的研究，本文计算了2009-2017年镇江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和速度。
1. 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比重会呈现由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变的演进趋势，同时，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则会发生由第一产业为主导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演变。据此，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指数H：

其中，Ht表示第t年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指数，At、Bt和Ct分别表示第t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
从产业结构升级高度化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当第二产业比第一产业高，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高，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高，或者这三者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高于其他，那么该指数就会大于零，值越大说明产业演进越趋于优化。
2. 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P来反映镇江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

其中Ait表示第t年产业i所占比重，Pt表示第t年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
此外，反映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指标还有More值，它是运用空间向量夹角原理来测定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了More值。假定产业为N个，组成n维向量，将每两个向量在某两个时间点的夹角变化测定，则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化程度，该程度指标值称为More值：


其中Ait表示第t年产业i所占比重，Moret表示第t年产业结构的变化，θ表示两个时间点间变化的角度即代表产业结构的变化。
经计算，镇江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动指标θ值与平均变动指标P值基本保持一致的变化态势，说明统计指标计算比较可靠。具体来说More值都保持在接近1的水平，说明镇江市三次产业变化幅度比较小；从三次产业矢量夹角变化来看，2010、2013和2014年的矢量夹角都超过了2°，说明镇江三次产业结构变化速度比较快，并且呈现出前期速度快且多，而后期变化速度相对较慢而少的特征，说明镇江市在三次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的上升，经济结构的变化趋于稳定。
2.2.2知识创造
以往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知识创造的数量维度，而忽略了质量维度。同时，专利数据是测量知识创造的重要的代理指标。本文同时从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来测量知识创造。首先，参考过去的研究[61]，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数量来测量知识创造的数量（Quantitykc）。第二，本文参考已有研究[62]，用专利前向引用的数量来测量知识创造的质量（Qualitykc）。
2.2.3 开放性
本文从伙伴多样性、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三个指标来测量开放性。首先，参考Mohr等[35]、Kobarg等[45]，本文计算了合作伙伴类型（企业、高校、政府、个人）的数量作为伙伴多样性的测量（Ctype）。第二，企业与越多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越能够影响知识创造活动。本文计算了企业合作伙伴的数量作为合作者数量的测量（Cnumber）。第三，合作强度反映了企业与伙伴进行合作的频率和持续性。本文计算了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共同申请专利数量来测量合作强度（Cintensity）。
2.2.4 控制变量
引用专利数量（Ncita）专利创造需要引用其他相关专利，本文将企业引用其他专利的数量来测量该变量。 自主创造（self） 本文根据企业每年合作申请专利的情况，将企业完全自主进行专利申请的赋值为1，将合作申请专利的企业赋值为0。知识宽度（breadth）与知识深度（depth） 参考Prabhu等[53]的研究，将企业申请的专利所覆盖子类（subclass）的数量来测量知识宽度，用每个子类下申请的专利数量的平均值来测量知识深度。

3 回归结果
由于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均为非负整数，对开放性与知识创造间关系的检验，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的泊松回归模型。对知识创造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关系的检验，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本文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系数。

表1 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Ncita
	1
	　
	　
	　
	　
	　
	　
	　
	　
	　
	　

	2.self
	.017
	1
	　
	　
	　
	　
	　
	　
	　
	　
	　

	3.bredth
	.583**
	-.006
	1
	　
	　
	　
	　
	　
	　
	　
	　

	4.depth
	.336**
	.019
	-.034
	1
	　
	　
	　
	　
	　
	　
	　

	5.Cnumber
	.001
	-.812**
	.033
	-.022
	1
	　
	　
	　
	　
	　
	　

	6.Ctype
	.004
	-.899**
	.023
	-.025
	.896**
	1
	　
	　
	　
	　
	　

	7.Cintensity
	.073**
	-.655**
	.077**
	.066**
	.699**
	.691**
	1
	　
	　
	　
	　

	8. Qantitykc
	.777**
	-.005
	.726**
	.498**
	.019
	.017
	.094**
	1
	　
	　
	　

	9. Qualitykc
	.461**
	-.118**
	.252**
	.230**
	.116**
	.151**
	.137**
	.451**
	1
	　
	　

	10.H
	-.006
	.026
	.113**
	.065**
	.001
	-.022
	-.009
	.118**
	-.284**
	1
	　

	111.P
	.109**
	-.001
	.005
	-.018
	-.018
	-.002
	-.012
	.004
	.189**
	-.125**
	1

	平均值
	22.13
	0.88
	3.01
	2.24
	0.17
	0.14
	0.32
	6.51
	7.24
	25.91
	0.01

	标准差
	31.96
	0.32
	2.73
	2.43
	0.55
	0.39
	1.27
	7.68
	16.17
	2.18
	0.01


注：**p<0.01, *p<0.05

表2报告了开放性的三个维度及其互动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维度的影响。模型1a表明，合作者数量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一次项影响为负向显著（-0.1611, p<0.01），其二次项对知识创造数量的影响正向显著（0.0430, p<0.01），这表明合作者数量对知识创造的数量产生U型的影响。H1a得到支持。模型2a检验了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伙伴多样性的一次项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影响为负向但不显著（-0.1479, p>0.1），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未达到显著（0.0584, p>0.1），这表明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U型影响不显著。H2a未得到支持。模型3a检验了合作强度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强度促进知识创造的数量（0.0182, p<0.05）。H3a得到验证。模型4a进入了开放性所有三个维度，结果进一步强烈地支持了H1a和H3a。

表2 开放性及其互动与知识创造的数量间的固定效应泊松回归结果
	Quantitykc
	模型1a
	模型2a
	模型3a
	模型4a
	模型5a
	模型6a
	模型7a

	Ncita
	0.0036**
(0.0003)
	0.0037***
(0.0003)
	0.0036***
(0.0003)
	0.0035***
(0.0003)
	0.0035***
(0.0003)
	0.0035***
(0.0003)
	0.0035***
(0.0003)

	self
	-0.0876
(0.0783)
	-0.0545
(0.0941)
	0.0985*
(0.0451)
	-0.0324
(0.0951)
	-0.0323
(0.0951)
	-0.0341
(0.0951)
	-0.0331
(0.0951)

	bredth
	0.1683***
(0.0039)
	0.1679***
(0.0039)
	0.1680***
(0.0039)
	0.1696***
(0.0039)
	0.1695***
(0.0039)
	0.1695***
(0.0039)
	0.1695***
(0.0039)

	depth
	0.1083***
(0.0034)
	0.1083***
(0.0034)
	0.1084***
(0.0034)
	0.1087***
(0.0034)
	0.1087***
(0.0034)
	0.1085***
(0.0035)
	0.1086***
(0.0035)

	Cnumber
	-0.1611**
(0.0786)
	
	
	-0.3593*
(0.1629)
	-0.3719*
(0.1759)
	-0.3456*
(0.1638)
	-0.3512*
(0.1640)

	Cnumber2
	0.0430**
(0.0201)
	
	
	0.0743*
(0.0329)
	0.0719*
(0.0354)
	0.0493
(0.0361)
	0.0725*
(0.0331)

	Ctype
	
	-0.1479
(0.1327)
	
	0.1876
(0.2292)
	0.2032
(0.2437)
	0.2422
(0.2309)
	0.2034
(0.2323)

	Ctype2
	
	0.0584
(0.0602)
	
	-0.0179
(0.0750)
	-0.0397
(0.1375)
	-0.0349
(0.0757)
	-0.0410
(0.0914)

	Cintensity
	
	
	0.0182*
(0.0079)
	0.0217**
(0.0083)
	0.0219**
(0.0083)
	-0.0043
(0.0163)
	0.0096
(0.0282)

	Cnumber* Ctype
	
	
	
	
	0.0210
(0.1111)
	
	

	Cnumber* Cintensity
	
	
	
	
	
	0.0189†
(0.0102)
	

	Ctype * Cintensity
	
	
	
	
	
	
	0.0127
(0.0282)

	Log likelihood
	-3489.50
	-3491.15
	-3489.18
	-3485.28
	-3485.26
	-3483.54
	-3485.18

	Wald chi2
	4278.54***
	4275.73***
	4274.64***
	4286.97***
	4286.65***
	4288.31***
	4288.16***


注：***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5a-7a分别检验了开放性的三个维度间的互动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影响。模型5a表明，伙伴多样性与合作者数量间的互动产生了正向影响，但不显著（0.0210, p>0.1），H4a未得到验证。模型6a表明，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对知识创造的数量的影响正向但仅在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0.0189, p<0.1）。H5a未得到验证。模型7a表明，伙伴多样性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对知识创造的数量未达到正向的显著影响（0.0127, p>0.1）。H6a未得到验证。
表3报告了开放性及其互动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的影响。模型1b表明，合作者数量的一次项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的正向影响达到显著（0.4631, p<0.001），而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未负，且达到显著（-0.1218, p<0.001）。这表明合作者数量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倒U型的影响。H1b得到验证。模型2b表明，伙伴多样性的一次项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维度产生负向影响，且不显著（-0.1158, p>0.1），但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影响（0.1825, p<0.001）。这表明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U型影响。H2b得到验证。模型3b表明，合作强度的一次项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0.1454, p<0.001），但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达到显著影响（-0.0109, p<0.001）。这表明合作强度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倒U型影响。H3b得到验证。进一步地，模型4b进入了开放性的三个维度及其二次项，结果进一步强烈地支持了以上三个假设。

表3 开放性及其互动与知识创造的质量间的固定效应泊松回归结果
	Qualitykc
	模型1b
	模型2b
	模型3b
	模型4b
	模型5b
	模型6b
	模型7b

	Ncita
	0.0105***
(0.0003)
	0.0104***
(0.0003)
	0.0102***
(0.0003)
	0.0100***
(0.0003)
	0.0101***
(0.0003)
	0.0100***
(0.0003)
	0.0099***
(0.0003)

	self
	-0.2020***
(0.0606)
	-0.4687***
(0.0729)
	-0.3153***
(0.0427)
	-0.4514***
(0.0724)
	-0.4667***
(0.0727)
	-0.4435***
(0.0721)
	-0.4599***
(0.0727)

	bredth
	0.0122**
(0.0042)
	0.0113**
(0.0042)
	0.0128**
(0.0042)
	0.0152***
(0.0042)
	0.0137***
(0.0043)
	0.0145***
(0.0042)
	0.0152***
(0.0042)

	depth
	0.0117***
(0.0034)
	0.0144***
(0.0034)
	0.0086*
(0.0034)
	0.0109***
(0.0034)
	0.0100**
(0.0035)
	0.0103**
(0.0034)
	0.0109**
(0.0034)

	Cnumber
	0.4631***
(0.0625)
	
	
	0.5961***
(0.1565)
	0.6980***
(0.1698)
	0.5614***
(0.1560)
	0.6553***
(0.1612)

	Cnumber2
	-0.1218***
(0.0166)
	
	
	-0.1947***
(0.0336)
	-0.3997***
(0.0609)
	-0.1139***
(0.0357)
	-0.2089***
(0.0348)

	Ctype
	
	-0.1158
(0.0997)
	
	-1.0557***
(0.1976)
	-1.1823***
(0.2117)
	-1.1883***
(0.1992)
	-1.0542***
(0.1985)

	Ctype2
	
	0.1825***
(0.0411)
	
	0.4957***
(0.0578)
	0.0655
(0.1104)
	0.5361***
(0.0584)
	0.4529***
(0.0634)

	Cintensity
	
	
	0.1454***
(0.0180)
	0.1568***
(0.0198)
	0.1730***
(0.0201)
	0.2412***
(0.0259)
	0.1159***
(0.0316)

	Cintensity2
	
	
	-0.0109***
(0.0017)
	-0.0107***
(0.0017)
	-0.0116***
(0.0017)
	-0.0100***
(0.0019)
	-0.0101***
(0.0017)

	Cnumber* Ctype
	
	
	
	
	0.6135***
(0.1369)
	
	

	Cnumber * Cintensity
	
	
	
	
	
	-0.0720***
(0.0123)
	

	Ctype * Cintensity
	
	
	
	
	
	
	0.0343†
(0.0207)

	Log likelihood
	-9706.5
	-9698.8
	-9699.6
	-9624.6
	-9613.5
	-9607.3
	-9623.2

	Wald chi2
	3243.8***
	3230.3***
	3280.9***
	3374.3***
	3377.3***
	3391.3***
	3375.9***


注：***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5b-7b分别检验了开放性的三个维度间的互动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的影响。模型5b表明，伙伴多样性与合作者数量间的互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0.6135, p<0.001），H4b得到验证。模型6b表明，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0.0720, p<0.001）。H5b得到支持。模型7b表明，伙伴多样性与合作强度间的互动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但仅在0.1的水平达到显著（0.0343, p<0.1）。H6b未得到支持。

表4 知识创造与产业转型升级高度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H
	模型1c
	模型2c
	模型3c
	模型4c
	模型5c

	Ncita
	-0.0123***
(0.0019)
	-0.0173***
(0.0022)
	-0.0017
(0.0018)
	-0.0068***
(0.0020)
	-0.0093***
(0.0021)

	self
	0.2393
(0.3164)
	0.2685
(0.3152)
	-0.0292
(0.2859)
	-0.0461
(0.2832)
	0.2357
(0.2900)

	bredth
	0.1784***
(0.0210)
	0.0438
(0.0365)
	0.2164***
(0.0190)
	0.0282
(0.0329)
	0.1085***
(0.0313)

	depth
	0.1207***
(0.0204)
	0.0094
(0.0320)
	0.1668***
(0.0185)
	0.0106
(0.0286)
	0.0809**
(0.0271)

	Cnumber
	0.4009*
(0.1881)
	0.4166*
(0.1874)
	0.2386
(0.1698)
	0.2643
(0.1680)
	0.2722
(0.1728)

	Ctype
	-0.3632
(0.3413)
	-0.3597
(0.3401)
	-0.1395
(0.3099)
	-0.1337
(0.3065)
	0.0540
(0.3146)

	Cintensity
	-0.0410
(0.0508)
	-0.0387
(0.0507)
	-0.0300
(0.0457)
	-0.0341
(0.0452)
	-0.0344
(0.0465)

	Quantitykc
	
	0.0936***
(0.0214)
	
	0.1444***
(0.0192)
	0.0643***
(0.0150)

	Quantitykc 2
	
	-0.0384*
(0.0170)
	
	-0.1078***
(0.0167)
	

	Qualitykc
	
	
	-0.0996***
(0.0043)
	-0.1048***
(0.0043)
	-0.0754***
(0.0036)

	Qualitykc2
	
	
	0.1047***
(0.0068)
	0.1162***
(0.0076)
	

	Quantitykc*Qualitykc
	
	
	
	
	0.1206***
(0.0121)

	_cons
	25.1574***
(0.3200)
	25.3216***
(0.3209)
	25.5548***
(0.2899)
	25.7905***
(0.2882)
	25.4355***
(0.2946)

	Wald chi2
	15.32***
	113.27***
	617.83***
	749.23***
	587.63***

	R2 within
	0.0379
	0.0463
	0.2232
	0.2424
	0.2001


注：***p<0.001, **p<0.01, *p<0.05, †p<0.1

表4报告了知识创造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回归结果。模型2c检验了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创造的数量的一次项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0.0936, p<0.001），而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达到显著（-0.0384, p<0.05），这表明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倒U型影响。H7a得到验证。模型3c则检验了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创造的质量的一次项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0.0996, p<0.001），而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0.1047, p<0.001），这表明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U型影响。H7b得到验证。模型4c进入了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及其二次项，结果进一步强烈地支持了以上两个假设。
表5报告了知识创造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回归结果。模型2d检验了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创造的数量的一次项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0.0003, p<0.001），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p<0.05），这表明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U型影响。在模型4d中，知识创造的数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3, p<0.001）和（0.0002, p<0.001），因此，H8a得到验证。模型3d则检验了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创造的质量的一次项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0.0002, p<0.001），而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达到显著（-0.0002, p<0.001），这表明知识创造的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地，模型4d中知识创造的质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了显著。因而，H8b得到验证。

表5 知识创造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P
	模型1d
	模型2d
	模型3d
	模型4d
	模型5d

	Ncita
	0.0000***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self
	-0.0006
(0.0010)
	-0.0007
(0.0010)
	-0.0001
(0.0009)
	-0.0001
(0.0009)
	-0.0008
(0.0009)

	bredth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0.0004***
(0.0001)
	0.0001
(0.0001)
	0.0000
(0.0001)

	depth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0.0003***
(0.0001)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Cnumber
	-0.0008
(0.0006)
	-0.0009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0.0006)

	Ctype
	0.0007
(0.0010)
	0.0007
(0.0010)
	0.0004
(0.0010)
	0.0004
(0.0010)
	-0.0001
(0.0010)

	Cintensity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Quantitykc
	
	-0.0003***
(0.0001)
	
	-0.0003***
(0.0001)
	-0.0002***
(0.0000)

	Quantitykc 2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Qualitykc
	
	
	0.0002***
(0.0000)
	0.0002***
(0.0000)
	0.0001***
(0.0000)

	Qualitykc 2
	
	
	-0.0002***
(0.0000)
	-0.0002***
(0.0000)
	

	Quantitykc*Qualitykc
	
	
	
	
	-0.0001***
(0.00000)

	_cons
	0.0144***
(0.0010)
	0.0140***
(0.0010)
	0.0137***
(0.0010)
	0.0132***
(0.0010)
	0.0140***
(0.0010)

	Wald chi2
	59.97***
	76.20***
	204.06***
	235.65***
	165.99***

	R2 within
	0.0251
	0.0316
	0.0805
	0.0918
	0.0665


注：***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5c检验了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间的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间的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0.1206, p<0.001），H9得到验证。模型5d检验了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间的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间的互动对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0.0001, p<0.001），这与本文的假设完全相反，H10未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没有保持知识创造数量与质量间的平衡，而是在两者之间进行了权衡，注重知识创造的数量维度或者质量维度，导致两者间未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
最后，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测量指标用More值和高新技术技术增长来作为备选指标，以检验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基本与前文一致。
4 讨论与结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以2009-2017年镇江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数据，探讨了开放性、知识创造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揭示了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机制。具体地，本文检验了开放性（合作者数量、伙伴多样性和合作强度）对知识创造（数量与质量维度）的影响，以及知识创造对产业结构升级（高度与速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促进了对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的理解，即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保持适度的开放性可以促进其知识创造，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外，由于企业开放性、知识创造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①开放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的数量维度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具体地，合作者数量对知识创造的数量产生U型的影响；合作强度促进知识创造的数量。同时，本文并未发现开放性的三个维度间的互动效应。②开放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的质量维度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具体地，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维度产生倒U型的影响，伙伴多样性对知识创造的质量维度产生U型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发现，合作者数量与伙伴多样性间的互动产生互补效应，进而促进知识创造的质量，而合作者数量与合作强度间则产生了替代效应，对知识创造的质量产生了负向影响。
③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及其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产生差异化影响。具体地，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产生倒U型的影响，而知识创造的质量则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产生U型影响。同时，本文也发现，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能够产生互补效应，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④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维度及其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产生差异化影响。具体地，知识创造的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产生U型的影响，而知识创造的质量则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产生倒U型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发现，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间产生了相互的替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产生了负向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开放性对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知识创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与速度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但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创造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而保持适度的开放性则又是其知识创造的驱动力。因而，从开放性→知识创造→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成为区域甚至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一条重要且可行的微观的企业层面的路径。尽管如此，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高新技术企业的开放性和知识创造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够真正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

4.2 政策建议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在微观的企业层面的举措也具有可行性，当然宏观政府层面的政策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具体地，①高新技术企业应保持适度的开放性，避免陷入开放性悖论。高新技术企业在选择外部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伙伴类型的范围、合作的强度以及合作者的数量都应该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过多或过少都将不利于新知识的创造以及创新产出。因此，高新技术企业要努力建立一定的知识基础，进而培育自身的吸收能力，帮助企业缓解其可能遭遇的开放性悖论所引致负面效应。②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创造也需要保持平衡，尤其是在创造的新知识的数量与质量上。本文的研究表明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并不是越高越好，因而，这就需要企业在提高知识创造数量的同时，也要注重知识创造的质量，使两者间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同时，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高新技术企业既要考虑如何让知识创造的数量与质量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实现其价值，又要及基地从事探索活动，创造出独特而新颖的新知识。③为了让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高效的知识创造，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应为其构建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加多样化、更多数量的潜在合作伙伴的进入，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开放性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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